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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十八大提出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据国家“十三五规划”，计划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部脱贫，因此，作为国家扶贫工作的关键性政策，精准扶贫的进展程度和执行效果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问题。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属老、少、边、穷和库区移民重点县，是武陵山片区实施精准扶贫的主战场，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团通过运用实地观察法、访问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在巴东县5个镇、8个村获得有关精准扶贫执行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在总结巴东县精准扶贫特色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史密斯模型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四个方面，对精准扶贫执行障碍性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完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提供了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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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出席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footnoteRef:1]。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是局部与全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村扶贫开发就体现了我国对于这一部分的重视。但是，受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尤其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1:  资料来源于2015年11月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地区，具有基础设施落后、群众收入低、居住环境差的特点。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文简称恩施州）有8个国家级贫困县，729个重点贫困村、92万贫困人口[footnoteRef:2]。此次调研的目的地巴东县地处武陵山区，农业生产条件也不足。仅巴东县现有贫困村118个，贫困户46251户，共147416人。当地政府扶贫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瓶颈，习总书记在2013年11月巡视湘西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要求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来对扶贫任务进行系统攻坚。 [2: 刘申：《恩施立军令状：冲出贫困阴霾（上）》[J]，荆楚网，2014] 

巴东县作为国家重点贫困县，在政策和实践层面都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是研究“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状况的理想样本。所以，调研巴东县的精准扶贫工作对于推动国家“十三五”规划蓝图和更好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
（1） 基本概念
精准扶贫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footnoteRef:3]。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 [3: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基础工作是精准识别：“按照统一标准，通过规范的流程和方法，找出真正的贫困村、贫困户，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为扶贫开发瞄准对象提供科学依据。” [footnoteRef:4]精准帮扶，就是扶贫对象被识别出来以后，帮扶责任人根据其贫困原因制定帮扶计划和落实帮扶措施等[footnoteRef:5]。精准管理是指对扶贫对象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监测，建立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实时反映帮扶情况，实现扶贫对象的有进有出，动态管理，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4: 《精准识别，迈好扶贫第一步》[N]，大众日报数字报，2014 (9)]  [5:  张瑞敏，田静：《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的难点与对策—以恩施州建始县长梁乡三宝村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 

（二）理论框架：史密斯模型
史密斯模型是指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模式，是由美国著名的政策学家史密斯 （T.B.Smith）于1973年提出的。史密斯构建了政策执行的过程模式，并将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划分为四个：一是理想化的政策，指合理可行的政策执行方案；二是执行机构，指国家政府中具体负责政策执行的机构和人员；三是目标群体，即政策执行的对象，指由于执行某个具体的政策而必须改变其行为的群体；四是环境因素，指影响政策执行的经济环境、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理想化政策是政策运行产生效果的基础，即需要满足合法、合理、可行的政策要求；执行机构是政策理解和实施的主体，对于政策理解的是否准确会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巨大影响；政策的目标群体即政策的作用对象，指因为某一政策决定而需要调整其行为的群体[footnoteRef:6]。 [6:  贾海艺，尹文强等：《 基于史密斯模型与情景分析法的“先看病后付费”政策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5（4）] 

史密斯模型的四个主要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它们可能随时处于紧张和冲突的对立状态。为了有效地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政策执行的作用机理通常比较复杂，但是可以利用下图来直观展示： 
[image: ]
图1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共同完成模型的作用过程。其中，理想政策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关系：目标群体对于理想化的政策可以采取拒绝、违反、服从或是规避的手段，这能够直观反映目标群体对于理想化政策的态度；目标群体与政策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目标群体受政策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目标群体的实际行动又是构成政策环境的重要部分。 
模型中的这四种变量维持着一种相互牵制的模式，体现为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这是从史密斯模型四个要素内部关系的角度分析的。
三、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特色经验：基于巴东县的考察 
[bookmark: _Toc334983421]精准识别于精准扶贫相当于建房子的第一步地基，地基扎实，精准扶贫顶层建筑才会牢固。经过调研，巴东县精准识别覆盖面广、执行系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打牢了精准扶贫的地基。此外，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
[bookmark: _Toc334983422]（一）精准识别
1.精准识别覆盖面广泛  
巴东县通过创新机制，将每一户老百姓纳入识别范畴，全县491个村都根据组别让村民就近召开屋场院子会[footnoteRef:7]，每户最低有一人到场并签字开会，确保每户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确保了精准识别实现基本全覆盖。 [7:  屋场院子会议：指就近将村民召集在一个院子里召开的由村干部主持对贫困户进行再识别的会议。] 


	表1 农户精准识别参与程度的数据统计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是否听过精准扶贫
	否
	23
	26.4

	
	是
	63
	72.4

	是否参加院子会议
	否
	23
	26.4

	
	是
	63
	72.4

	是否投票表决贫困户
	否
	33
	37.9

	
	是
	53
	60.9



[bookmark: _Toc334983423]如上表所示，根据我们对87户农户的访谈数据统计，72.4%的农户都听说过精准扶贫，72.4%的农户参加过院子会议，60.9%的农户有参与过投票。由于精准识别是去年进行的工作，我们调查的村子又较为偏远，这样的群众反馈说明精准识别的工作基本落实到位了。
2．精准识别执行系统化
    巴东县为精准识别执行拟定了科学的机制，保证了执行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两机制、一措施”锁定“靶心”：一是精准扶贫责任管理机制。二是工作台账机制。屋场院子会议则是实现这两个机制的路径，屋场院子会议采用“八步走”战略，“选主持、定地点、明对象、讲政策、听意见、贴公示、核信息、留痕迹”指导全县精准扶贫“不落一人，不错一人”。开展贫困户建档立卡数据“回头看”，让村民自己能“对号入座”。采用大数据思维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将每一村每一组的院子会议进行备案，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5870户14752人，这为“点对点”式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334983425]精准识别的高覆盖率、执行的系统性，为精准识别的良好效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6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治国理政新实践·脱贫军令状”栏目，播发了《建档立卡“回头看”确保扶真贫》的系列报道，向全国人民推介了巴东脱贫攻坚战的新成绩——屋场院子会议，这为精准识别聚集了强大的窗口效应[footnoteRef:8]。这让巴东县精准识别“屋场院子会议”的做法吸引了全省乃至全国扶贫工作的注意，并赢得了广泛的肯定。 [8:  资料来源：《巴东县精准扶贫屋场院子会总结强大“窗口”效应》] 

（二）精准帮扶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在保障农民各项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向农村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化的种养业。精准帮扶作为直观体验这一精神的帮扶方式，对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巴东县的精准帮扶主要体现在“五个一批”——即生产发展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教育发展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而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是其中最大的亮点[footnoteRef:9]。 [9:  资料来源：《巴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东县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相关实施意见的通知》。]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切实根据各乡镇、各村户实际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进行产业规划，大力发展柑橘、茶叶等多种有效经营。对有发展能力、讲诚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提供“10万元以内，三年期限，无担保，免抵押，全额息”的信用贷款，培养了脱发展的中坚力量[footnoteRef:10]。 [10:  资料来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巴东县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相关实施意见的通知》。] 


“烟草地我们村有两处，都是由岳书记负责的。岳书记发放烟草苗、肥料、前期教授种植经验，去年我们家种了三亩地烟草，一颗烟草收购价格为1.5元，去年烟草收入大约有4、5000元。”
[bookmark: _Toc334983429]——刘家荒村刘家荒片李能菊
（三）精准管理
    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的保障，巴东县在精准管理上的优秀经验主要体现在阳光化的操作管理，这为政策的执行拉上了安全阀。
巴东县出台了全面细致的考评问责体系。一是各种精准扶贫考核办法，使得精准扶贫考核权重占比70%；二是县纪委出台《巴东县精准扶贫、“六城”同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问责暂行办法》，明确了精准扶贫工作中被问责的6种情形和10种问责方式 ；三是6个督查工作专班，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紧密配合抓”的督察模式，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督察和通报保证了管理的公开透明，使得精准管理真正做到了公正民主，彻底落实。[footnoteRef:11] [11: 六种情形: 
（一）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决策部署不力，不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指导督办、监督管理、驻村帮扶工作职责的；（二）在扶贫对象识别上程序不到位，情况不明、底数不清，弄虚作假的；（三）项目申报、审批、实施、验收把关不严、监管不力、优亲厚友、暗箱操作，项目资金管理混乱，擅自调整资金使用范围、标准，变更项目内容的；（四）驻村帮扶和行业扶贫工作不深入、措施不硬、落实不力，依据扶贫时间表、路线图、责任状，未完成相关帮扶和脱贫任务的；（五）工作不力、效果不好，连续两年全州考核排名末位的，或全省考核结果为C类或D类的；（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十种问责方式：
（一）批评教育；（二）诫勉谈话；（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四）通报批评；（五）责令公开道歉；（六）调离现工作岗位；（七）停职检查；（八）引咎辞职;（九）责令辞职;（十）免职。] 

“巴东县脱贫工作的监察是镇内部自行验收；上报州政府，申请验收；上报省政府，抽样调查并借助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保证检验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县扶贫办杨局长
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执行障碍性因素探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应用
巴东县的精准扶贫效果显著，但是我们统计的农户主观评价的数据显示（见表2），只有42.5%的农户表示精准扶贫后生活水平有改善，高达55%的农户表示生活水平改善有限，这表示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障碍性因素。本章运用史密斯模型进行分析，从精准扶贫的理想化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四个角度对精准扶贫执行问题的障碍性因素进行探析。
	表2 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评价 

	
	
	认为精准扶贫实施后生活有什么变化

	　
	　
	变化不多
	变好
	变差

	非贫困户
	　
	10
	1
	0

	贫困户
	劳动力不足
	4
	6
	0

	
	因学致贫
	8
	7
	1

	
	因病致贫
	19
	15
	0

	
	因残致贫
	3
	5
	1

	合计
	44
	34
	2

	百分比
	　
	55.00%
	42.50%
	2.50%


[bookmark: _Toc335767235]


（1） 精准扶贫政策引发的执行障碍
1.易地搬迁的拆除旧房政策不合理
巴东县依法实施农村农户一户一处宅基地制度，要求农户在搬迁后拆除旧屋，拆除过后土地进行统一复垦。针对这一政策，有村干部表示执行遇到很大阻碍，也有很多农户反映这一政策有不合理的地方。一方面，多数农户只能继续从事劳动生产维持生计，而原有耕地与搬迁地距离较远，旧屋可作为放置农具、避雨的重要空间，拆除旧屋对搬迁户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另一方面，部分对老屋有感情的农户难以接受集体搬迁的政策。
“村里共31户人家，关于易地搬迁政策正在讨论中，到目前为止已经开了三次讨论会(政策和现实有冲突，一旦搬离原住地，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很多，可能只有“低能傻”才没有太多顾忌。”                                              
——将军岭胡忠兴
除此之外，从政府的角度看，统一复垦旧物所在的土地也缺乏可执行性。易地搬迁主要针对地处偏远且分布位置比较分散的农户，贫困户的房舍有很多还是土坯房，统一复垦花费的时间、精力比较大，成本过高。
2.精准扶贫政策的标准缺少弹性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涉及到多套标准，部分政策标准过于刚性，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有效性。第一点，精准识别的标准缺乏弹性，多种实际情况在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外。一是用人均年收入高于3072元的贫困线划分农户，一些子女在外打工但未能受子女供养的空巢老人被“人均收入”限制住，二是扶贫“五不扶”中的几个要求太一概而论，瞄准的既定目标有时会发生偏差。第二点，精准帮扶的部分项目的准入门槛比较高，使减贫项目的受益者更多变成了能够承受入门要求的非贫困户，这个问题在养殖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面体现比较突出。第三点，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估标准过硬，巴东县精准扶贫虽然采用建档立卡的大数据对扶贫效果进行评估，但扶贫工作的绩效评估多以贫困户收入的单一数据来评估扶贫工作。
 “自己患病，劳动能力较差。子女外出打工但收入较少且开销较大；家里的一辆破旧卡车是没有选上贫困户的原因。”
                                          ——绿葱坡镇香家垭村 牛东波
“说是养殖业的脱贫，家里18只羊，没达到20只羊的标准线，我们家申请种羊也没有拿到，更不用说小额贷款了，根本借不到钱。”
[bookmark: _Toc335767239]                                         ——溪丘湾乡榔树槽4组胡正江

（2） [bookmark: _Toc335767240]精准扶贫执行机构引发的执行障碍
1.扶贫执行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清
    巴东县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分别由五个主要部门负责[footnoteRef:12]，具体的扶贫措施是平行进行的[footnoteRef:13]，但是此分工的灰色地带使部门出现全责推诿的现象。例如，对于“易地搬迁后农户是否还享受国家的政策支持”这类问题，发改局和农业局未能达成一致，由此可见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障碍性因素。 [12:  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由农业局主导，易地搬迁一批由发改局主导，教育脱贫一批由教育局主导，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由林业局主导，社会保障兜底脱贫一批由卫计局和民政局主导。]  [13:  资料来源：发改局采访。] 

“易地搬迁后的这些人是否还算是贫困户，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国家已经花了二十万帮你把家搬好了，难道不算脱贫了吗？如果他真正出现了返贫现象，国家还是要关注的。”
——县扶贫办李主任
2．扶贫干部的自身素质直接影响扶贫效果。
全县动员544名常驻工作队员，对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全县上下[footnoteRef:14]。帮扶干部在了解贫困户的情况后确定具体扶贫措施并负责督查，村干部负责具体的实施。51.73%的贫困户表示只见到帮扶干部1到2次，他们没能起到实际的帮扶作用。 [14:  数据来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巴东县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相关实施意见的通知。] 

[image: ]
图2 结对帮扶干部上访次数统计
 “村里没给什么措施，就一开始来送两桶油，还拍照了，后来给了茶树苗。根本没什么用啊，都是搞形式，茶树苗我们平时也种，就自家喝茶用，卖不了多少钱。”     
——溪丘湾乡榔树槽胡正江
[bookmark: _Toc335767242]除了工作未落实的情况，还有少部分村干部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牟利的。精准扶贫涉及到扶贫的资金和产业项目的扶持，对农户而言利益相关程度较大。而在贫困户评选、产业帮扶项目的选择、农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上村干部的权利大，容易出现腐败现象，而真正的贫困户自身的资源缺乏，能反馈问题的途径少。精准扶贫的落实很大程度上与扶贫干部的个人品质和工作风格高度相关，仍需要加强监督的力度，力求落实扶贫政策。
（3） 精准扶贫目标群体引发的执行障碍
精准扶贫的目标群体受其主观因素的限制，对精准扶贫产生了滞障性因素。
首先是贫困户对政策的理解不足的问题：巴东县重点贫困村118个，非重点贫困村204个[footnoteRef:15]，贫困户的政治参与度不高、缺少提升自身发展动力的意识。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难以对精准扶贫有较为系统和完备的理解，精准扶贫政策推动阻力大。 [15: 数据来源：2015年度巴东县精准扶贫工作情况汇报。] 

[bookmark: _Toc335767245]其次，农村劳动力不足难以落实产业扶贫项目。81.25%的受访户表示家中有人外出打工[footnoteRef:16]，家中只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情况很多，难以配合产业扶贫的政策。农村劳动力流失和巴东县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巴东县的产业发展以农业为主，就业收入微薄，从事农业劳动周期长，在短时间内收入难以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又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薄弱，本地消化劳动力能力较差，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  [16: 数据来源：本次调查。] 

（4） 精准扶贫政策环境引发的执行障碍
巴东县政策大环境受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限制，使得部分政策不能完全与扶贫的需求相匹配。这种集体性贫困的问题未能得到高度重视，因而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政府给了100万元的资金，只有20%用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卫生室建设和党员活动室建设。在精准扶贫以前有一段时间的扶贫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路、通水，比如村委会门前这条路就是当时修的，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修路都是老百姓自己组织的，组长出来说，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就把修理申请上去，但是不可能每年都能去修路。”
——香家垭村薛书记
据调查，大量村庄的基础设施还停留在崎岖山路或是碎石子路的阶段，只有部分村庄建设水泥路。地理位置偏僻、道路建设落后，使得相继的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如自来水、天然气、有线电视等设施不完善，农户生产和日常出行受阻，降低了精准扶贫的效率。基础设施的陈旧落后对政策的执行是一个较大的障碍性因素。
五、史密斯模型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执行效果改进的建议
[bookmark: _Toc335767249]通过此次考察所发现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和隐患，本文应用史密斯模型，从四个要素的角度分别提出建议：提升政策质量、优化部门协同体系、强化对贫困群众的政策宣传与教育和改善精准扶贫执行的外部环境。
（一）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政策质量
公共政策质量的高低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而政策质量的提升首先取决于元政策质量的提升。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强调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但在执行中仍有一些不合理的措施和太过硬性的标准。面对复杂性、动态性、多元性的贫困问题，扶贫政策必须需要有一定的弹性。易地搬迁拆迁旧房要考虑到贫困户搬迁后要回原来田地耕种的现实情况；贫困户的识别、帮扶的准入标准必须以实际贫困情况为标准。需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政策执行的立足点，切实解决好事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
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除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以外还需要对政策和执行进行科学评估，科学的政策评估是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footnoteRef:17]。精准管理中就主要涉及对扶贫政策的执行效果评估，但是多限于根据贫困户收入改善情况，以一个刻板的数据来表示扶贫工作的进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绩效评估的政策，一是完善建档立卡的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科技手段，实时检测政策的落实情况。二是加入贫困户主观感受这一指标，对收入增加情况、生活条件改善情况、农户满意程度等多维因素进行不同的赋值，在最后的评估过程中进行加权。另外还可以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专业、公正客观的绩效评估。 [17:  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bookmark: _Toc335767253]（二）优化精准扶贫部门协同体系与提高执行人员素质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当一个系统成为有机整体时，整体功能才大于部分之和。“五个一批”对应五个部门协调推进能有效促进扶贫的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信息沟通不畅、责任推诿的现象。尤其在目标时间将近、扶贫工作难度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把扶贫工作当任务完成的思想。作为协调、统一扶贫工作的县扶贫办，应及时地就具体问题细致落实各部门的职责分配，加强监管和注重基层情况反馈。
[bookmark: _Toc335767255]主体的专业素质对政策执行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巴东县扶贫队伍建设很完善，对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但大部分帮扶干部没有做到及时跟进扶贫工作，少数出现利用职权为亲友牟利的行为。干部应加强政治学习、作风建设，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落实工作。
（三）强化对贫困群众的政策宣传与教育
政策的落实需要目标群体的理解和配合，这也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一大难点。加强政策的宣传，可以从两个方面改进。第一个是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加快互联网全覆盖、通无线广播、通光纤的工作进程。第二点是宣传内容的通俗化和精准化。精准扶贫政策囊括了医疗、教育、生产、住房等多个方面，包括很多细则，想让贫困群众理解政策，政策宣传需要通俗易懂、简洁明确。在政策宣传过程中，还需要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机制，“政策实施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要看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互动作用关系而定”[footnoteRef:18]，精准扶贫的政策是具有创新性的，相对经验较为空缺，目标群体的反馈显得尤为重要，对工作经验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8: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bookmark: _Toc335767258]目标群体对于政策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决定了政策推行的深度，而基础教育更是主观决定了目标群体对政策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基础教育，重点要切实加强农村青少年的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远程继续教育，提高知识水平和政策理解能力，才不会让目标群体对于政策执行陷入“莫比乌斯”[footnoteRef:19]怪圈，从而更好地解决了目标群体对于政策执行的持续性消极抵触。 [19: “莫比乌斯”圈：指从圆环任意一点出发回到原点，意指政策由于目标群体的不理解而执行效果不佳的恶性循环。]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在“政府－市场”双导向扶贫开发的今天，政府仍然是扶贫开发的责任主体，在基础设施修建、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扶贫阶段，[footnoteRef:20]虽然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到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来，但是广大农村地区对仍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仍是牵制部分地区扶贫工作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道路、电力、饮用水等方面的建设，而交通作为联结纽带，是运送人流、物流的重要通道，对村民的生活、生产、村落的城镇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加强交通的建设，实现建制村通沥青路、推进村庄内道路硬化，仍是基础设施中的重点工作 [20:  “八七”的含义是：对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从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决。] 


结论
[bookmark: _GoBack]本文基于对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精准扶贫的调查研究，运用史密斯模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执行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本文发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不足，如易地搬迁拆旧房不合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标准缺少弹性的问题；执行主体中行政部门职责不清、部分村干部偏私的问题；作为目标群体的贫困户存在结构性贫困、劳动力缺乏等问题；政策环境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针对这些障碍性因素，本文基于史密斯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对应的对策建议，包括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政策质量、优化精准扶贫部门协同体系、强化对贫困群众的政策宣传与教育、改善精准扶贫执行的外部环境，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本文的未来研究方向是继续研究其它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执行情况，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为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和理论思路。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一个制定计划到付诸实施，再到修正计划和理论的过程。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实践与验证，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会越来越辩证化、学理化。



参考文献： 
[1]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3]Jeffrey L Pressman, B Widavsky. Implementation (2 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4]Daniel Lerner, Harold D Lasswell. The Policy Science, 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5]向德平,黄承伟.减贫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6.
[6]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M].农村经济,2014.06
[7]孙璐.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研究——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M].中国农业大学,2015.
[8]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M].反贫困研究,2015.
[9]丁建军,赵奇钊.农村信息贫困的成因与减贫对策.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4.
[10]张伟宾,汪三贵.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农业经济问题.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13.
[11]马晓河,刘振中.“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研究农业经济问题.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11.
[12]曹洪民.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模式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3.

image1.png
Bk
HE
fuz:3

£33

2




image2.png
St AT - R

mOEoEE





